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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问题缘起与理论视角1

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的深刻席卷，使中国少数民

族地区的传统文化置身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遗产化”与

“商品化”的双重变奏之中。正如学者彭兆荣所指出的，

“遗产运动”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实践，正在重新塑

造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与命运（彭兆荣，《遗产：实践与经

验》，2008）。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作为苗族“苗疆

腹地”的核心区域，其文化体系在此背景下经历了剧烈

的变迁。其中，服饰文化，尤其是榕江县摆贝村苗族支

系所珍藏的“百鸟衣”，以其独特的羽毛装饰、繁复的刺

绣纹样与深厚的历史底蕴，成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个案。

清代地方志《贵州通志·土民志》中已有对苗族“好五色

衣服”的记载，虽未特指百鸟衣，但为理解其服饰传统

提供了历史语境。摆贝百鸟衣从一种深嵌于地方礼俗的

“神圣物”，在当代迅速跃升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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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瞩目的文化符号，这一过程本身即是一个值得深究

的社会文化现象。

一、“神圣礼服”：传统社会中的百鸟衣及其文化

内核

在相对封闭的传统苗族社会结构中，百鸟衣绝非寻

常衣物，而是一套深度嵌入其宇宙观、社会结构与仪式

生活的制度性圣物。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在《礼

物》中指出，某些物品承载着不可让渡的“精灵”，使其

超越物质性而成为联结人与人、人与神的纽带（莫斯，

《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1925）。百鸟衣

正是这样的存在，其神圣性通过物质构成、身体实践与

社会功能三者交织而得以确立。

1.物质构成与宇宙观表达

百鸟衣的制作是女性身体技艺与族群集体智慧的

集中体现，其物质性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其

“百鸟”之名，直接源于衣饰上大量使用的锦鸡等珍禽

羽毛。这在清代《黔南识略》等地方志中已有“卉衣鸟

章”的记载，描绘了苗族服饰的鲜明特征。这些羽毛绝

非简单的审美装饰，在苗族“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

仰中，鸟被视为沟通天地的灵物，正如苗族古歌所传唱，

鸟曾帮助先祖渡过洪水、寻找乐土。因此，羽毛附着着

鸟的灵性，将百鸟羽毛缀于衣上，意味着将通灵、庇佑

的神性“穿”在身上，是达成“人 - 神 - 自然”和谐共生

的物质媒介。

同时，衣身上繁复的刺绣纹样构成了一套更为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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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黔东南榕江摆贝村的苗族“百鸟衣”不仅是精湛的工艺实物，更是一种承载着深厚文化密码的“社会文

本”。本文运用“物的社会生命史”理论视角，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追溯摆贝百鸟衣从传统社会中的“神圣礼服”

向当代场景下“文化标识”转变的变迁轨迹。研究认为，这一变迁并非简单的线性更替，而是其功能、意义与价值

在多重社会力量（如国家话语、市场资本与文化遗产运动）共同作用下的复杂重构过程。百鸟衣的“圣俗”边界日

益模糊，其制作、传承与使用机制也随之演变。本研究通过剖析摆贝百鸟衣的“生命历程”，旨在揭示少数民族物质

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动态适应机制，以及地方社群如何通过文化实践重构其族群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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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觉叙事体系。学者吴晓东在《苗族图腾与神话》中

系统地考证了“蝴蝶妈妈”作为苗族始祖神话的核心地

位。百鸟衣上常见的“蝴蝶纹”正是这一创世神话的物

化表达，象征着生命的起源。而“盘瓠龙纹”（一种犬首

龙身的纹样）则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等史料中

记载的盘瓠神话相呼应，是苗族特定支系图腾崇拜与历

史记忆的体现。此外，如“星辰纹”、“江河纹”、“田垄

纹”等几何图案，共同构筑了一个微缩的宇宙模型。正

如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言，文化模式是“代代相

传的意义符号体系”，百鸟衣正是这样一个“穿在身上的

文本”，其物质构成系统性地编码并表达了苗族的起源神

话、宇宙结构观和迁徙历史记忆。

2.仪式情境与身体实践

百鸟衣的神圣性并非其固有的物理属性，而是在特

定的仪式情境与身体实践中被激活和彰显的。其最核心

的展现场域是十二年一度的“鼓藏节”。民族学家凌纯

声、芮逸夫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详述了此类祭祖

大典的庄严性与社会整合功能。在摆贝村，人类学者张

晓辉的田野调查也证实，在此最隆重的祭祖仪式中，鼓

藏头及宗族长老必须身着百鸟衣，充当人与祖先、神灵

沟通的中介。

此时的百鸟衣，已从一件工艺品转变为一件法衣，

是祖先魂灵依附的圣物。穿着者的身体通过这件礼服而

被神圣化，进入一种维克多·特纳所描述的“阈限”状

态——介于凡俗与神圣之间。他们的每一个舞蹈动作、

每一次祭祀行为，都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是成为整

个族群与超自然世界交流的媒介。在此情境下，百鸟

衣严格遵循着一套不容僭越的文化语法：穿着者的身

份（基于血缘与地位的严格筛选）、穿着时机（十二

年一周期的特定祭期）与行为规范（一系列洁净与禁

忌）。正是通过这套严格的制度性规训，百鸟衣的“神

圣性”得以在生产 - 使用 - 保存的循环中被不断地再生

产与维系。

3.社会整合与认同维系

因此，在传统摆贝苗族社会，百鸟衣的功能远超出

审美与保暖。它是维系社会结构的物质纽带和巩固文化

认同的核心符号。人类学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认

为，物质文化是满足社会个体与集体需求的重要工具。

百鸟衣正是通过周期性的集体仪式，实践着埃米尔·涂尔

干所强调的“社会整合”功能。

在鼓藏节中，当全体族人凝视着鼓藏头身上的百鸟

衣，参与同一套仪式流程时，一种强大的“集体欢腾”

得以产生。这个过程强化了宗族血缘的凝聚力，区分并

确认了内部的社会角色与权威，并周期性地重申和巩固

了共享的族群文化认同。百鸟衣在此成为一种“边界标

记”，正如弗雷德里克·巴斯在《族群与边界》中所论述

的，文化特征用以标识族群的边界。百鸟衣以其独特的

形态和严格的使用规则，清晰地将“我群”与“他群”

区分开来。故而，在传统时期，百鸟衣的本质是一种内

聚性的、边界清晰的社群专属圣物，其价值在于其社会

性的使用，而非市场性的交换。

二、变迁的轨迹：百鸟衣“生命史”的转折与多重

面向

改 革 开 放 以 降， 尤 其 是 伴 随 着 新 世 纪 以 来 全 球

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兴起与文化旅游经济的

蓬勃，摆贝百鸟衣的“生命轨迹”遭遇了决定性的转

折，进入了其社会生命中一个空前复杂与多维的阶段。

这一过程完美印证了阿帕杜莱的论断，即物的生命路

径会因社会语境的变迁而经历剧烈的“价值转译”与

“意义重估”。

1.功能的扩散：从仪式中心到多元场域

百鸟衣的功能发生了从“中心”向“边缘”的显著

扩散，其存在场域经历了深刻的多元化进程。

博物馆化与去语境化：精美的百鸟衣作为物质标本，

被系统地征集、收藏于中国民族博物馆、贵州省民族博

物馆等机构。这一过程使其从充满生命律动的仪式现场，

进入恒温恒湿、标签化的展览空间，成为代表苗族文化

的“艺术珍品”与“历史文物”。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

雅明曾论及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灵晕”的消失，而博

物馆化则是一种制度性的“去语境化”，使百鸟衣从其原

生的文化生态中被抽离，其价值核心从服务于社群的使

用价值，转向了服务于知识与审美体系的展览价值。学

者宋俊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博物馆》中指出，博物

馆在赋予物件“经典”地位的同时，也剥离了其活态的

文化情境。

舞台化与表演化：在文化旅游的强劲驱动下，百鸟

衣从祭祀的“祭坛”走向了商业的“舞台”，成为各类民

俗村寨、文化节庆、歌舞比赛中的标准“行头”。其功能

从内向性的“通神”转变为外向性的“娱人”，评判标准

也从仪轨的准确性转向了视觉的奇观性与观众的接受度。

学者刘晓春在研究民族旅游时提出的“表演的真实”概

念在此尤为适用——百鸟衣所展演的，是一种被精心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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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服务于外部想象的“文化”，其神圣性在日复一日的

重复表演中被程式化与稀释。

商品化与符号化：百鸟衣经历了科普托夫所描述

的“再商品化”过程。它从一件在传统社会中蕴含“不

可让渡”性质的圣物，转变为可以在市场上明码标价的

“商品”。其纹样被抽取、简化，广泛应用于旅游纪念

品、摄影道具、文创产品乃至品牌广告中。法国社会学

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在此得到彰显：

百鸟衣的符号被外部市场识别并征用，转化为一种可以

带来经济利润的“象征资本”。这一过程，正如《榕江县

民族志》中所隐约透露的忧虑，在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

也导致了文化符号的扁平化与快餐化。

2.意义的流转：从“神圣叙事”到“遗产叙事”

伴随功能的扩散，百鸟衣承载的核心意义也发生了

根本性的流转。在传统社会，其意义根植于族群内部的

“神圣叙事”，关乎起源、祖先与宇宙秩序，回答的是

“我们是谁”的身份问题。而在当代，一套由外部力量

（政府、学者、媒体）共同建构的“遗产叙事”被强加

于其上。这套叙事深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话语体系的影响，强调百鸟衣的“历

史悠久”、“工艺精湛”与“文化独特性”，并将其价值

定位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与“人类文化的多样

性代表”。

学者高丙中曾精辟地分析过“民俗”与“遗产”的

区分，前者是生活实践，后者是被认定的价值。这套新

的遗产叙事，如学者彭兆荣所言，是一种“文化的政

治”，它虽然提升了百鸟衣的公共知名度与国家地位，但

也时常与地方性的神圣叙事产生张力甚至遮蔽后者。两

种叙事并非完全排斥，但在当下的权力格局中，遗产叙

事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重塑着百鸟衣被理解和评价的

方式。

3.制作与传承的变奏

功能的多元与意义的流转，直接引发了百鸟衣制作

与传承机制的深刻变奏。

传承主体的扩大与分化：传承不再严格遵循“母传

女”的家庭内部模式。为应对规模化市场需求，出现了

以订单为导向的生产模式，甚至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尤

为关键的是，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体系创造

了“非遗传承人”这一新角色。学者祁庆富指出，传承

人制度是中国特色非遗保护的核心。获得此头衔的艺人

获得了官方赋予的文化权威与社会资本，其传承关系可

能从血缘转向业缘（招收外来学徒），其创作动机也融入

了更多的经济理性与名誉考量。

三、讨论：边界消融中的认同重构

百鸟衣从“神圣礼服”到“文化标识”的变迁轨迹，

其本质远非简单的功能更迭，而是一场深刻的文化政治

过程。在此过程中，其固有的“圣”与“俗”的边界被

持续地穿透、模糊，并在多元行动者的博弈中被重新协

商与界定。这一过程迫使我们必须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

以一种更具辩证性的视角来审视神圣性的流变与认同的

韧性。

1.神圣性的“消解”与“转移”

无疑，在摆贝村最为核心的鼓藏节仪式中，百鸟

衣通过其特定的物质性（如古法制作的羽毛）与身体实

践（如鼓藏头的穿着），依然保有相当程度的神圣性。然

而，这种神圣性在当代已不再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唯一中

心与权威来源。更为关键的变化在于，其神圣性并非如

一些文化悲观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被彻底“消解”，而是

发生了创造性的“转移”与“分流”。

在更多元的现代场景中，百鸟衣的神圣性从一种基

于万物有灵论和祖先崇拜的宗教性神圣，部分地转向为

一种对“传统”、“祖先智慧”与“民族精神”的文化性

尊崇。这一观点呼应了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关于“神圣

的帷幕”在现代化中并非消失而是转型的论述。当一件

百鸟衣陈列于博物馆时，它虽脱离了祭祀语境，但其被

凝视的目光中充满了对“文化瑰宝”的敬畏；当它作为

非遗代表展出时，其所承载的“民族记忆”又被赋予了

一种近乎神圣的庄严感。学者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中

探讨了历史记忆的延续与变迁，百鸟衣意义的流转正是

其当代注脚——它从维系族群内部秩序的神圣叙事，转

变为在面对国家与全球体系时，彰显自身文化独特性与

合法性的遗产叙事。这种神圣性的转移，并非是文化的

衰落，而是其在新的权力场域中为求存续而采取的符号

策略。

2.认同的“延续”与“重构”

百鸟衣的变迁并未导致摆贝苗族族群认同的瓦解，

相反，它揭示了认同并非一个凝固的实体，而是一个

在历史中不断被重构的动态过程。正如人类学家斯图亚

特·霍尔所言，认同是“成为”而非“是”的过程。

在过去，摆贝苗族的认同主要通过内部共享的、排

他性的神圣实践（如鼓藏节）来维系，这是一种基于血

缘和地缘的原生性认同。如今，在与外部世界频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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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境下，百鸟衣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一个强有力的、

外向的文化标识。他们通过向游客展示、向学者解说、

甚至在市场中将百鸟衣作为高端文化商品进行交易，这

些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主动的“文化展演”。通过这种展

演，他们向“他者”宣告“我是谁”，并借此在更广阔的

社会格局中，反向确认和强化了自身的文化独特性。学

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被发明的传统”理论在此具有启

发性：当代对百鸟衣的强调与运用，本身就是一种为了

当下目的而重构传统的文化实践。

因此，认同的基础发生了微妙的位移，从完全依赖

于基于血缘与共同祭祀的内在体验，部分地转向了基于

共享文化符号与历史记忆的外部确认。这是一种从“自

在”到“自觉”的转变。民族学家纳日碧力戈提出的

“符号认同”理论恰当地描述了这一现象：百鸟衣作为

一个核心符号，成为凝聚族群情感的“文化棱镜”。通过

它，族群成员不仅看到了自己的过去，更辨识出自己在

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中的独特位置。这种重构后的认同，

既包容了与外部世界的连接，又守护了内在的文化核心，

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与生命力。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黔东南摆贝村百鸟衣“社会生命史”

的细致考察，清晰地勾勒出其从一件深嵌于地方性知识

体系、功能与意义相对单一的“神圣礼服”，演变为一个

功能多元、意义流动、并在国家与全球等更广阔社会场

域中广泛流通的“文化标识”的变迁轨迹。这一轨迹生

动地印证了阿帕杜莱与科普托夫关于“物之生命路径”

的理论预见，揭示了物的价值与意义并非其固有本质，

而是在不同的“交换情境”中被持续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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